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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

———地位认同的变迁及其形成

范晓光 吕 鹏

提要: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与经济社会秩序密不可分，其变化趋势及
形成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1997 － 2014 年九次横截
面数据，本文发现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上行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
水平却未能始终保持上升，在 2002 年开始下降且不断加速，到了 2012 年后
开始抬升。本文将企业主的这种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
为“盖茨比悖论”。分析表明，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商成本是影响私营企业
主地位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相伴，政治纽带对地位认
同的正效应在减弱，但维系性政商资本的负效应始终存在，共同构成“悖论”
产生的核心机制。本文强调将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置于企业与国家的互
动过程中来理解是可行的，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稳
步推进为提高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提供了新的动力。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 地位认同 盖茨比悖论 维系性政企成本

一、为什么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重要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征。
据原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7 年 9 月党的“十九
大”召开之前，全国实有私营企业 2607. 29 万户，较 2012 年 9 月底提高
了 10. 8 个百分点，比 1995 年底( 65. 5 万户) 增长了 39 倍，是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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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6 万户) 的 642 倍。既有实证研究对该群体的客观面向已经有了
极为丰富的探讨，但对其主观面向的关注则相对不足。然而，企业主群
体的壮大和分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是社会学自孕育以

来一个常青的“迷思”( myth ) ( 马克思，2009; 托克维尔，1992; 韦伯，
2007)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主观认知 /认同逐渐替代经济利益，成
为解释阶级行动的主要维度( Thompson，1963;霍布斯鲍姆，1999) 。比
较历史研究指出，某一特定群体究竟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哪个阶层，

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甚至可能影响国家 /地区的经济政策
和道路选择( Schwartz，1985;柯卡，2006; 韦伯，1997 ) 。在我们看来，对
于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探讨，并不是将传统的阶层地位认同研

究“移植”到一个特定职业群体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为上述“经典迷
思”提供新洞见的理论抱负。
本文将探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地位认

同。伴随着三十多年几乎不间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私营企业主的
财富积累速度很快。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的客观社会地
位始终处于上升趋势。然而，本研究通过分析 1997 － 2014 年间九次全
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 CPES) 数据发现，中国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
上升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却整体下降。我们将企业主的这种客
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为“盖茨比悖论”( the Gatsby
dilemma) ，因为它让我们联想到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925 年创作的小说《伟大的盖茨比》中的那位主人翁:虽然获得了经济
上的成功，但自下而上致富的社会成员在实现地位向上流动后，与原先

的利益团体( establishments) 和社会上层的心理距离未能真正缩小，地
位焦虑反而有所增强。当然，中国的情境与“强盗资本主义”时期的美
国并不相同，但与这部小说描绘的社会民情相似的是，主客观地位之间

的张力却在同一代人身上集中爆发( Bridges，1958 ) 。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的情节不仅是所谓“第二次( 市场经济的兴起) 大转型”( Burawoy，
2000) 的一部分，而且呈现了诸如美国“镀金时代”或德国“独特道路时
期”企业主阶层兴起壮大时的景象。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为我们创造了
一个重访经典理论“迷思”的难得的天然社会实验室。
除了采取量化分析来呈现中国私营企业主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地

位认同变迁，我们还尝试对这种趋势形成做出解释。在迈向机制分析
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代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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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中国开始“市场转型”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私营企业主群体
“消失”了近二十年( Eyal et al．，1998 ) 。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
社会来源颇为复杂( 吕鹏，2013a) ，在地位认同上尚未能形成相对一致
的参照群体;这种情况在早期尤其突出( 李路路，1998) ，但迄今在社会
构成上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来源( 范晓光、吕鹏，2017) 。其二，
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基本制度保持稳定，但宏观营商环境的制度性变

化依然引人关注，导致优秀企业家胜出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动之中( 李

路路、朱斌，2014) 。
与上述两大特征相呼应，本文试图做以下努力:其一，既要探究作

为一个职业群体的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的总体变化趋势，还将剖析

企业主群体内部在地位认同上的异质性; 除少数研究 ( 陈光金，2005，
2011;徐拓倩、周武彪，2015;周旅军，2016) 外，既有文献对此未能充分
展开。其二，通过使用多次横截面数据，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该群体
地位认同形成的一般模式。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将政企关系变量纳
入分析框架，从而反映宏观制度性变迁对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可能影响。
其三，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用分析框架解释“盖茨比悖论”的形成。
本文接下去将分为五节展开。首先对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做出评

述，并提出若干研究假设。而后是呈现研究设计，描述私营企业主地位
认同的基本特征，检验地位认同形成机制，并提出“盖茨比悖论”的理
论解释。最后，我们将在讨论部分尝试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形成上
升至更一般化的中层理论，也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二、文献评述

虽然针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量化研究还不够丰富，但社会学

家们对阶层地位认同展开的持续讨论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分析工

具和解释框架。众多的学者围绕主观地位认同形成与客观阶层地位之
间的联系的强弱进行了诸多分析 ( Centers，1949; Hodge ＆ Treiman，
1968; Hout，2008; Jackman ＆ Jackman，1973 ) 。尽管学者们注意到了主
客观“地位不一致”( status inconsistency) 是一种国内外较为普遍的现
象( 陈云松、范晓光，2016; 范晓光、陈云松，2015 ) ，但并没有就此否定
人们的客观地位在影响其地位认同水平上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更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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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经济地位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在经济不平等的国家反而更

大( Curtis，2013) 。最近有学者指出，考虑到住房在中国城市资产不平
等中的贡献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住房等资产已经在 2000 年后成为决
定阶层地位认同的新的主要因素( 李骏，2015) 。
在我们的文献涉猎范围内，诸多学者都尝试在客观地位与主观地

位认同之间寻求新的解释机制，形成了“多元决定论”的格局。针对中
国社会存在的地位认同下移或不一致，除了基于生活方式( 李培林等，

2005) 和社会主义阶级话语( 冯仕政，2011) 的解释外，社会比较机制是
最为常见的解释路径，主要包括“相对剥夺论”( 陈光金，2011; 刘欣，
2001，2002) 、“生存焦虑论”( 陈光金，2013) 、“参照系变动论”( 高勇，
2013) 等理论命题。“相对剥夺论”认为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机遇
的变化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比其客观地位更能解释阶层认知

的差异( 刘欣，2001) ;“生存焦虑论”指出生活压力感、社会不公平感、
恩格尔系数等对地位认同的解释力在不断增强，已经构成对“相对剥
夺论”的有益补充( 陈光金，2013) ;而“参照系变动论”则提出地位层级
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经由对具体社会单元( 如工作单位、城乡户籍) 的归
属转变为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 高勇，2013) 。
本研究认为，以上理论命题在解释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时

可能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 1)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主是市场经济
最主要的受益者，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等其他阶层，私营企
业主就整体而言并非属于“相对剥夺感”较强抑或“生存焦虑”较严重
的群体。而且，在“参照系变动”的过程中，该群体的市场要素占有优
势始终存在，并没有出现消解的迹象。因此，借助于既有理论命题去解
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形成和趋势还有不足。( 2) 私营企业主在雇
佣关系上属于自雇，拥有较多的“组织资产”和“生产资料资产”
( Wright，1985) 。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机遇获得需要卷入更为复
杂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之中，与一般被雇者存在明显差异。因
此，在挖掘地位认同形成机制时，除了沿用传统的“相对剥夺感”的社
会比较机制( 默顿，2006: 333 － 341) 外，还要将私营企业在日常经营中
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作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情境”( context) 考虑进来。
( 3) 缺乏对宏观社会变迁因素的直接考量。高勇( 2013) 曾提出要将中
国社会变迁纳入到地位认同形成的分析框架中，但是直接将制度变迁

作为核心机制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 ( Curtis，2013; 陈云松、范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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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当然，就私营企业主群体而言，他们的经营业绩对市场化等结
构因素尤为敏感。以上三点批评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诉求。

三、研究假设

在“自下而上”地发展市场经济( Nee ＆ Opper，2012) 的过程中，中
国的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官员建立起了一个事实上的“增长联盟”( Lin，
1995; Oi，1999;Walder，1995;聂辉华、李金波，2006) 。建立积极有效的
“政企关系”既是国家用来统战企业主群体的有力抓手( Dickson，2000;
吕鹏，2013b) ，也是企业确保经济利益的基本策略( Truex，2014; Wank，
1998) 。大量研究发现，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
等渠道在内的“政治纽带”不仅给企业绩效带来显著提升 ( Truex，
2014) ，而且也是私营企业增强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Tsai，2007) 。此外，
拥有较强政治纽带的企业主，还能影响政府决策( 黄冬娅，2013) 、维护
合法权益( Ang ＆ Jia，2014; 纪莺莺、范晓光，2017) 、打造财绅形象( 吕
鹏，2013b) 。当私营企业主拥有较强的政治纽带时，他们难免会对地
位优势有更明显的感知;而且，与政治关联不足的企业主相比，其地位

的“相对剥夺感”较弱，很可能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认同。换言之，相
较于拥有弱政治纽带者而言，随着政治纽带的增强，企业主的地位认同

也越高。因此我们提出“政治纽带假设”。
假设 1:政治纽带越强，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嵌入于既有权威结构之中( 刘欣，2005) ，政

企关系必须遵循资源分配的基本规则。私营经济在市场准入、银行贷
款、税收，以及土地、矿产和劳动力使用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各级行
政和执法机关的监管。这些监管客观上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必要，为维
护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时候，由于执法者本人钻

营制度漏洞，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个别官员利用所掌握的监
管权力“寻租”和“设租”也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有时候并不是直接的
索贿，而是表现为让企业承担各种缴费、摊派、招待等费用。有学者在
研究中甚至将其视为部分基层政府的“掠夺”( Jia ＆ Mayer，2017) 。但
是，基于近些年在山东、广东和湖北等省份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这种
现象并不总是来自官员的单向索取，而是有时候掺杂着部分企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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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关”，是政企关系维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黄送钦等，2016) 。
在经济理性选择中，政企关系的维系行为往往受制于企业组织的成本效

益“计算”，维系成本过高就会加重企业负担，反之则有益于增强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如果这种成本超过一定份额，其“相
对剥夺感”很可能被强化，其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也会下降。为此，本文
提出“维系性政商成本假设”。
假设 2: 维系性政商成本越高，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水平

越低。
最后，私营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非市场化的制度

壁垒，然而，宏观的营商环境在逐步改善( 樊纲等，2011 ) ，市场在关键
资源的配置中越来越重要，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更全面，交易成本下降的

同时，还会提高政企关系建立的成本，违法成本越来越高( 徐拓倩、周
武彪，2015) 。沿着该逻辑进一步推演，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纽带的政
经效用会下降。一方面，市场化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市
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

担，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私营企业主政治纽带的市场回报能力。这样，政
治关联较弱的企业主“相对剥夺感”未必更大，进而使得政治纽带正效
应弱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还会提升产品市场( 社会零售商品、生产资
料和农产品等) 和要素市场( 金融业、劳动力流动、科技成果等) 的发育
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得维系性成本的

“高额”回报也会得到有效抑制，即便投入水平没有超过一个合理的阈
值，维护行为对企业主的“相对增益感”( 李炜，2015) 也会下降，故也可
能弱化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市场化调节假设”。
假设 3. 1:市场化水平越高，政治纽带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

响越弱。
假设 3. 2:市场化水平越高，维系性政商成本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

同的影响越弱。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资料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早期的正式名称和主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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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变化。本研究使用第三至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 1997 － 2014) 。1993 年第一次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主持。1995 年第二次调查改由中共中央统
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主持。1997 年的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张厚义研究员筹集经费以“中国私营企业课题组”的名义进
行。2000 － 2002 年的两次调查的单位则变更为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
联和中国民( 私) 营经济研究会。从 2004 年起，历年调查由中央统战部、
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四家单位主
持，调查的正式名称固定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在实际执行层
面依托各省( 区、市) 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该数据
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和发布。
此调查资料是目前私营企业研究领域最权威的数据集，得到了国

内外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使用 ( 陈光金等，
2018) 。但我们仍然认为本研究所揭示的相关关系只是反映了被调查
企业的情况，在推论到总体时，需要更为慎重。围绕本文的理论问题，
我们在数据清理后得到的数据集有效样本量为 24702。①

(二)变量操作化测量

地位认同是因变量，它由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三维度构
成。在历次问卷中，调查者都询问了被访企业主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地
位的认同情况，分别用 10 级阶梯式量表来测量。我们将三者加总得到
区间为［3，30］的地位认同指数。之所以使用该测量方案，主要有以下
理由: ( 1) 地位认同是个体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客观地位的综
合感知，而不是某一单个维度; ( 2) 三维度采用完全相同的国际通行题
器; ( 3) 三维度地位认同的信度分析显示 alpha 系数均超过 0. 79，相关
分析表明大多分年度( 1997 － 2014 ) 的相关系数均位于 0. 6 － 0. 85 之
间。当然，为了避免操作化测量可能存在的效度风险，本文同时采用了
三种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三维度认同标准化后加总、用 Ｒidit转换
( Brockett ＆ Levine，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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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曾计划对包括 1993 和 1995 年数据在内的所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试图拉长时期跨
度，但由于若干关键变量的测量 ( 比如政治纽带、三项支出比和企业主的社会来源) 在
1997 年后做了较大调整，故未能如愿。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首先，政治纽
带通过“是否承担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测量，依据这种政治身份的
级别来判定政治庇护的强弱。具体从强到弱划分为三类:曾经 /正在担
任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和普通群众。其次，利用“三项支出”占比作为政企关系维护资本的代
理变量( proxy variable) 。“三项支出”是陈光金在《2004 年中国第六次
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由其执笔撰写的章节中提出的原创性
概念(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7: 175) ，指企业的各种缴费、来自
政府的各种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是观察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

指标。我们计算三项支出占经营收入的比重，再按年份分别做了三分
位数分组，最后合并得到高、中和低三类。
市场化是本研究的宏观调节变量，主要采用樊纲等提出的中国市

场化指数( 樊纲等，2011;王小鲁等，2016 ) 。该指数主要包括政府与市
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
境等维度，本文使用的是总和指数。合并已有的 2011 年和 2015 年报
告后，我们得到了 1997 － 2014 年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集。①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由个体层面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企业层面

的组织变量构成。前者包括企业主的经济地位、性别( 女 = 0 ) 、年龄、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0)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0 ) 和社会来源( 国有
部门 = 0) ，后者有企业年龄、地域( 东部 = 0 ) 和行业( 实体经济 = 0 ) 。
一般而言，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难以通过个人工资、家庭收入等个体
层面的数据来度量。② 考虑到该群体的产权占有特征，我们通过企业
的营业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③ 社会来源通过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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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1 年报告和 2015 年报告的市场化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调整，2008 年前的市场化指数来
自 2011 年报告，而 2008 年后的指数来自 2015 年报告。
与一般被雇者相比，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收入来源相对多元，收入结构相对复杂，而且许多
企业主甚至不给自己发工资。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我们首先将企业家划分为大企业主与中小企业主。划分的
依据是《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 2000 － 2014) 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划
分标准: 2000 年以前的门槛是当年营业额 1. 2 亿元，2004 － 2011 年为 3 亿元，2012 年以
后上升至 5 亿元。本研究将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企业主，由此得到大企
业主和中小企业主两大群体。然后，在中小企业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
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为小企业主，其
余为中企业主。考虑到组内和组间的异质性特征，我们将小企业主单独列为一类，大型
和中型企业的拥有者统称大中型企业主。



的职业流动经历来甄别，先划分为“下海”、“改制”、“跳板”、“跨界”和
“草根”等五个类型( 范晓光、吕鹏，2017 ) ，再将“下海”和“改制”合并
为国有部门、“跳板”和“草根”合并为市场部门，“跨界”定义为跨部
门;行业分为实体和非实体，非实体经济指主营业务仅限于金融保险和

房地产的企业。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
的影响效应。① 为了评估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影响机制的历时变化，
我们采用政治纽带变量与市场化指数做交互分析。为评估结果的稳健
性，我们对样本做了不同的处理( 年度子样本、自举法抽样) 。考虑到
维系性政企成本在调查数据中存在高达 20 － 25%的缺失值，为了消除
潜在的统计偏误，我们利用均值匹配法( Mean Matching) 对其做了多重
插值( Multiple Imputation) 处理。其中生成插值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
龄、政治面貌和企业规模。表 1 为样本描述统计。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1997 年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
1997 －
2014 年

政治纽带
群众 68. 78 45. 65 50. 50 52. 43 57. 99 51. 11 54. 42 57. 67 63. 35 56. 00
县级及以下 19. 26 34. 63 31. 10 27. 86 25. 57 28. 89 27. 33 27. 51 19. 88 26. 58
地市级及
以上

11. 96 19. 72 18. 39 19. 71 16. 44 20. 00 18. 24 14. 81 16. 77 17. 42

政商关系维护

低 33. 51 34. 47 34. 17 33. 30 33. 39 35. 05 33. 76 33. 05 34. 99 33. 99
中 33. 95 32. 61 33. 03 33. 49 33. 56 34. 57 33. 60 33. 58 33. 50 33. 56
高 32. 55 32. 92 32. 80 33. 22 33. 05 30. 38 32. 64 33. 36 31. 51 32. 44
大中型企业主 10. 85 22. 05 25. 23 27. 21 35. 91 36. 17 35. 34 42. 63 47. 13 34. 41
社会来源
国有部门 16. 83 48. 03 30. 73 57. 98 71. 78 56. 76 48. 15 44. 33 37. 64 47. 33
市场部门 51. 22 36. 02 40. 83 31. 73 25. 02 38. 51 44. 43 43. 41 49. 36 40. 23
跨部门 31. 96 15. 94 28. 44 10. 29 3. 20 4. 74 7. 42 12. 25 13. 00 1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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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曾尝试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 HLM) ，但历年零模型的 ICC 均小于 0. 059，违背
了科恩( Cohen，1988) 所提出的原则。此外，我们还尝试将地位认同作为定序变量，采用
Ologit和 Gologit来估计，但是在结果解读上较为复杂，最后折中选择了 OLS 估计。在模
型中，我们将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来加以控制。



续表 1

1997 年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
1997 －
2014 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8. 60 22. 36 32. 98 34. 14 39. 49 35. 41 43. 13 35. 42 34. 29 34. 42

民主党派 4. 72 6. 57 5. 46 6. 16 4. 24 6. 99 5. 74 5. 68 6. 37 5. 83

非党员 76. 68 71. 07 61. 56 59. 70 56. 27 57. 60 51. 13 58. 90 59. 34 57. 75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8. 67 24. 59 20. 78 16. 26 14. 47 8. 56 9. 84 8. 94 7. 14 14. 04

高中 41. 70 37. 73 42. 34 32. 99 36. 84 29. 95 27. 86 24. 95 24. 22 31. 46

大专 /本科 19. 04 34. 78 31. 79 45. 27 44. 11 48. 85 55. 20 58. 26 59. 14 47. 60

研究生 0. 59 2. 90 5. 09 5. 47 4. 58 12. 64 7. 11 7. 85 9. 49 6. 90

男性 92. 55 90. 68 90. 46 88. 75 87. 56 85. 43 85. 76 84. 32 86. 06 87. 26

年龄 41. 24 44. 49 44. 72 44. 66 45. 04 45. 75 46. 00 46. 30 46. 86 45. 41

地域

东部 39. 34 56. 00 64. 13 57. 63 65. 20 57. 63 54. 89 58. 93 53. 47 57. 09

中部 35. 72 22. 57 13. 58 18. 60 21. 26 21. 38 22. 31 21. 78 24. 22 21. 92

西部 24. 94 21. 43 22. 29 23. 77 13. 54 20. 98 22. 80 19. 30 22. 30 20. 99

非实体经济 1. 62 2. 74 4. 04 2. 49 2. 79 3. 83 4. 37 6. 13 7. 91 4. 47

市场化指数a 4. 58 4. 87 6. 18 7. 11 8. 60 6. 42 6. 39 7. 19 7. 65 6. 82

企业年龄 5. 45 6. 93 7. 84 7. 82 8. 25 9. 50 9. 87 10. 43 11. 93 9. 20

观测值 1355 1932 2180 2613 2902 2745 3223 3591 4161 24702

注: a 这里报告的为均值，其余变量均为百分比。

五、经验发现

(一)地位认同的“盖茨比悖论”
图 1 显示，1997 年以来，私营企业主经营收入①总体上经历不断上

升的同时，地位认同却未能一直保持相似的提升态势。1997 － 2002
年、2002 － 2010 年、2010 － 2014 年分别呈现三段趋势。具体而言，1997
年的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 18. 92，2002 年达到 19. 61 的峰值，而后开始
下滑，2010 年达到 16. 09 的低谷，之后 2010 到 2014 年间又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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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使用了相应年份的 GDP平减指数( GDP Deflator) 对所有的收入( 单位:万元) 进行了
调整( 以 1996 年为基准年份) ，然后取对数。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收入平均值从 1997 年的 4. 93 增长至 2014 年
的 6. 82。

图 1 营业收入与地位认同的总体变化

除了以上年度比较分析，我们还计算了经营收入和地位认同的跨

年度环比增长率( 见图 2) 。跨年度比较发现，2002 年地位认同增长率
达到 103. 04%，2004 年跌至 89. 70%，而后增幅一直在回升，直到 2010
年后基本达到了 2004 年前的水平。而且相较于同期经营收入涨幅，
2004 年后两条曲线趋于重合。

图 2 营业收入与地位认同的环比增长(%)

以上结果表明，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客观地位不断提高，而其主

观地位认同水平却在 2002 年开始下降，且在 2002 － 2010 年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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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速，到了 2012 年略有上升。具体而言，1997 年地位认同平均得
分为 18. 92，2000 年为 19. 61，而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 2010 年调查时
的最低点 16. 09;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得分又开始略有抬升。这种积
极向好的变化或许与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政府各项促进企业家信
心的举措有关。
在图 3 中，我们还比较了拥有不同政治纽带的私营企业主地位认

同的平均得分。没有担任任何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
得分最低;在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中，1997 年的地位认同平
均得分为 20. 42，到 2002 年增加了 0. 6 分，而后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市
级及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总体趋势与县级以下者相似，但是总体
水平略高。同时，企业主的维系性政商成本不同，地位认同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成本越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水平越低，中等比重的企业主地位

认同在四个年份( 2000、2002、2010、2012) 比低比重者略高。地位认同
变化并非完全线性，1997 － 2002 年有缓慢上升，而后下降; 2010 年后又
经历了缓慢上升的过程。这些描述统计为下文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
可能的思路。

图 3 政治纽带、维系性政企成本与地位认同

(二)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

首先，我们利用混合样本来评估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纳
入了所有变量，以考察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对私营企业主地位

认同的净效应。如表 2 所示，相对于没有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
私营企业主，拥有县级及以下代表 /委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得分平均要
高 2. 67 分，地市级及以上企业主则要高近 3. 37 分;相对于维系性政企
成本最低的 1 /3 企业主，中间者的地位认同得分要高近 0. 15 分，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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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 1 /3 反而下降了 0. 31 分。此外，大中型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平均比
小型企业主高近 1. 4 分，中共党员的地位认同比民主党派高 0. 6 分，而
文化程度上只有研究生学历者的地位认同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主 ( p ＜
0. 05) 。从拟合度看，该模型的方差解释力的贡献水平较为理想。

表 2 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 OLS回归估计 N =24702

系数 标准误 p值

政治纽带

县级及以下 2. 669 ( . 073) ＊＊＊

地市级及以上 3. 368 ( . 090) ＊＊＊

维系性政企成本

中 1 /3 . 147 ( . 074) ＊＊

高 1 /3 － . 3120 ( . 080) ＊＊＊

大中型企业主 1. 383 ( . 073) ＊＊＊

男性 . 464 ( . 091) ＊＊＊

年龄 . 030 ( . 004) ＊＊＊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907 ( . 069) ＊＊＊

民主党派 . 305 ( . 133) ＊＊

文化程度

高中 . 058 ( . 100)

大专 /本科 . 057 ( . 102)

研究生 . 341 ( . 152) ＊＊

流动轨迹

市场部门 . 159 ( . 070) ＊＊

跨界 . 123 ( . 100)

企业年龄 . 079 ( . 007) ＊＊＊

非实体经济 . 276 ( . 143) *

地区

中部 － . 261 ( . 077) ＊＊＊

西部 － . 378 ( . 079) ＊＊＊

年份 是

常数项 15. 653 ( . 255) ＊＊＊

Ｒ2 . 207

注: ( 1) 表中报告的是稳健回归的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2 ) *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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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合并数据回归估计“掩盖”子样本的内在差异，我们不仅
做了年度样本回归，还对最近十年( 2004 － 2014) 的子样本进行回归估
计，以检验混合样本统计结果的稳健性( 见表 3) 。在年度回归模型中，
在政治纽带上，拥有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主的地

位认同都占有显著优势，虽然差距存在一定的波动。具体而言，2002
年，曾经 /正在担任县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地位认同比普通群众高
2. 93 分，比地市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低 0. 66 分; 2010 年，政治纽带的
优势依然存在，但不同层级的纽带效应差距在缩小( 3. 17 vs． 3. 19 ) ;
2012 － 2014 年又有所扩大。在维系性政企成本上，中等 1 /3 系数的年
度变化较大，除了 2000、2006 和 2014 年，其他皆为正效应，但最高 1 /3
系数绝大多数年份为负效应( 除 2012 年，尽管系数不显著) 。此外，其
他子样本的回归估计表明，核心自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年度样本基本一

致。譬如，在模型 10 中，担任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级别越高，其地位
认同水平越高，维系性政企成本偏高，反而对地位认同产生抑制效应。
以上发现总体上与总样本的统计结果并不矛盾。综合以上发现，我们
认为，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能够较好地解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

同的形成，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统计支持。

表 3 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政治纽带 维系性政企成本

县级及以下 地市级及以上 中等 1 /3 最高 1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模型 1: 1997 年 2. 107＊＊＊ ( . 355) 4. 262＊＊＊ ( . 388) . 215 ( . 314) － . 335 ( . 310)
模型 2: 2000 年 2. 771＊＊＊ ( . 243) 3. 465＊＊＊ ( . 305) － . 091 ( . 255) － . 332 ( . 268)
模型 3: 2002 年 2. 930＊＊＊ ( . 231) 3. 586＊＊＊ ( . 293) . 200 ( . 251) － . 138 ( . 268)
模型 4: 2004 年 2. 903＊＊＊ ( . 218) 4. 020＊＊＊ ( . 270) . 006 ( . 232) － . 365 ( . 241)
模型 5: 2006 年 2. 247＊＊＊ ( . 223) 3. 139＊＊＊ ( . 261) － . 221 ( . 220) － . 943＊＊＊ ( . 224)
模型 6: 2008 年 2. 914＊＊＊ ( . 213) 3. 287＊＊＊ ( . 268) . 211 ( . 220) － . 370 ( . 246)
模型 7: 2010 年 3. 167＊＊＊ ( . 209) 3. 186＊＊＊ ( . 265) . 452＊＊ ( . 207) － . 117 ( . 229)
模型 8: 2012 年 2. 925＊＊＊ ( . 187) 3. 641＊＊＊ ( . 244) . 427＊＊ ( . 192) . 125 ( . 208)
模型 9: 2014 年 1. 601＊＊＊ ( . 191) 2. 692＊＊＊ ( . 214) － . 153 ( . 181) － . 467＊＊ ( . 206)

模型 10: 2004 －
2014年a 2. 642＊＊＊ ( . 084) 3. 311＊＊＊ ( . 103) . 140* ( . 084) － . 343＊＊＊ ( . 091)

注: ( 1)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社会来源、企业年龄、地区、行业
和调查年份。( 2) a 这里仅包括 2004 － 2014 年的样本。( 3) 表中报告的是稳健回归的非
标准化系数，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4) *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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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盖茨比悖论”的形成机制
基于以上的发现，接下去我们尝试回答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

变化是如何形成的。表 4 的模型 1 报告了政治纽带、维系性政企成本
和市场化指数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为了评估结果的稳健性，模型 2
对 2004 － 2014 子样本进行回归，模型 3 －模型 5 的因变量操作化依次
采取 Ｒidit、标准化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表 4 地位认同变迁的回归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主效应

政治纽带

县级及以下
3. 053＊＊＊

( . 265)
3. 571＊＊＊

( . 342)
. 160＊＊＊

( . 014)
1. 480＊＊＊

( . 132)
. 552＊＊＊

( . 050)

地市级及以上
3. 952＊＊＊

( . 293)
4. 363＊＊＊

( . 372)
. 204＊＊＊

( . 016)
1. 915＊＊＊

( . 147)
. 714＊＊＊

( . 055)

维系性政企成本

中 1 /3 . 457*

( . 268)
. 329
( . 341)

. 029＊＊

( . 015)
. 232*

( . 134)
. 087*

( . 050)

高 1 /3
－ . 072
( . 271)

－ . 318
( . 341)

－ . 002
( . 015)

－ . 038
( . 135)

－ . 013
( . 051)

市场化
. 005
( . 039)

. 045
( . 044)

. 000
( . 002)

. 001
( . 020)

. 000
( . 007)

交互效应

县级及以下 ×市场化
－ . 057
( . 037)

－ . 128＊＊＊

( . 045)
－ . 002
( . 002)

－ . 027
( . 018)

－ . 010
( . 007)

地市级及以上 ×市
场化

－ . 089＊＊

( . 042)
－ . 149＊＊＊

( . 050)
－ . 003
( . 002)

－ . 042＊＊

( . 021)
－ . 016＊＊

( . 008)

中 1 /3 ×市场化
－ . 045
( . 037)

－ . 027
( . 045)

－ . 003
( . 002)

－ . 023
( . 019)

－ . 009
( . 007)

高 1 /3 ×市场化
－ . 036
( . 038)

－ . 003
( . 045)

－ . 002
( . 002)

－ . 018
( . 019)

－ . 007
( . 007)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904＊＊＊

( . 069)
. 850＊＊＊

( . 077)
. 048＊＊＊

( . 004)
. 432＊＊＊

( . 034)
. 161＊＊＊

( . 013)

民主党派
. 300＊＊

( . 133)
. 392＊＊＊

( . 151)
. 013*

( . 007)
. 130*

( . 066)
. 048*

(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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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教育程度

高中
. 061
( . 100)

. 283＊＊

( . 128)
. 001
( . 005)

. 023
( . 050)

. 008
( . 019)

大学
. 061
( . 102)

. 440＊＊＊

( . 126)
－ . 000
( . 005)

. 025
( . 051)

. 009
( . 019)

研究生
. 358＊＊

( . 152)
. 684＊＊＊

( . 174)
. 013
( . 008)

. 183＊＊

( . 076)
. 068＊＊

( . 028)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5. 589＊＊＊

( . 354)
12. 361＊＊＊

( . 442)
. 420＊＊＊

( . 019)
－ . 721＊＊＊

( . 177)
－ . 266＊＊＊

( . 066)

观测值 24702 19235 24702 24702 24702

Ｒ2 . 207 . 192 . 207 . 203 . 203

注: ( 1 )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社会来源、企业年龄、调查年份、地区和行业。
( 2) * p ＜ 0. 1，＊＊p ＜ 0. 05，＊＊＊p ＜ 0. 01。

模型 1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政治纽带的主效应为正向显著，
维系性政企成本的主效应因为成本超过较高的水准反而由正向变为负

向。在交互项中，拥有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资格的私营企
业主的系数为 － 0. 089 ( p ＜ 0. 05 ) ，县级及以下的系数同样为负数，但
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通过比较模型 2、3、4、5 发现，虽然模型 3 中的相
关核心自变量系数不显著，但方向上与模型 1 是一致的。此外，我们还
参考高勇( 2013) 的分析策略，将地位认同视为 3 和 30 处存在删截的
定距变量，进行 Tobit方法拟合，政治纽带效应较稳定。以上结果表明，
政治纽带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而下降。故假设
3. 1 得到资料的支持。
然而，维系性政企成本与市场化的交互项中，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未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其对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没有因为市场

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假设 3. 2 未能得到支持。我们的猜测性
解释认为，在中国市场化推进的同时，私营企业经营在反腐败和不断变

化的营商环境中面临不确定性，较高的维系成本投入未必一定会弱化

其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行文至此，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对中国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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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给出理论解释。随着 1997 年以来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治纽带
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在弱化，维系政企关系成本的负效应基本没有变

化，这种宏观与微观因素的交互效应共同助推了所谓的“盖茨比悖论”
的形成。

六、结论与讨论

主客观地位不一致或弱联系 ( Hout，2008; Jackman ＆ Jackman，
1973) 以及地位认同的“中间认同偏好”( Kelley ＆ Evans，1995) 并不是
中国独有的现象。我们也无意成为各种“中国独特论”阵营的一员。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学界从早期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社会的认同

“向下偏移”( 刘欣，2001) ，到有关中国社会的地位认同呈现历时性“下
移”( 陈云松、范晓光，2016;冯仕政，2011;李骏，2015; Chen ＆ William，
2017) ，再到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凸显 ( 范晓光、陈云
松，2015;韩钰、仇立平，2015;李培林、张翼，2008 ) ，主观地位认同与客
观地位的偏差早已成为诸多研究的分析对象。
然而，本研究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上述研究的经验发现。事实上，

采用多次截面数据对地位认同进行探讨并不是本文的独特之处( 陈光

金，2013;陈云松、范晓光，2016;冯仕政，2011;高勇，2013) ，而将地位认
同的对象锁定在某一特定群体并试图超越个体层面去解释认同变迁趋

势的努力还不多见。快速成长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往往被扣上“暴
发户”的帽子，但他们的地位认同却没有随着他们的财富那样一直在
“膨胀”。这种“盖茨比悖论”趋势才是令我们着迷的，它关乎中国经济
发展动力和经济社会秩序。在德国，它实际上成为包括韦伯在内的众
多学者对社会阶级和国家建设问题进行思考的线索( 何蓉，2016) 。
本研究强调，组织的制度特征是导致悖论发生的核心因素，而它又

和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变化密切关联。与工人、中高级管理者和专业技
术人员等被雇者不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日常经营活动决定了政企关

系在其地位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 1997 －
2014 年间的九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CPES) 的统计分析，本文
发现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是影响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

的关键要素。政治纽带对提升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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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而维系性政企成本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助于提升认同水平，但是一

旦过高反而对认同产生抑制作用。以上模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地位形
成存有明显差异。
与此同时，本文通过引入宏观的制度因素 ( 市场化水平) 来解释

“盖茨比悖论”。我们认为，私营企业主客观地位的上升与主观地位认
同的下行是与市场化进程相生相伴的。在市场化的早期，企业主作为
先富群体，由于市场制度的不规范，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政治

纽带带来组织和资产合法性，引起地位认同水平提升。而随着市场体
制的完善，政治纽带效应有所松动，维护政企关系需要企业承担税外支

出，尤其会加大企业经营成本，故地位认同也呈下行走势。可以想见，
在一个科层协调和市场协调共同作用下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越来越多

的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遭遇权力的“排斥”，那么相较于通过非市场竞
争手段获得政策保护和经济资源的利益既得者而言，他们的地位优越

感下降，“相对剥夺感”增强，甚至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市场
经济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本文认为，将地位认同置于企业与国家的
互动过程中，有助于解释转型社会中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态度及行

为的形成。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经营业绩、
正式的政治纽带和非正式的政企关系对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重

要形塑作用。要稳定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除了提升经营收入，
更需要在宏观营商环境、政企双方良性互动等方面多做努力。除了完
善人大、政协的政治参与机制，更关键的是有效下降税费、摊派和公关
招待这样的维系性政企成本。事实上，调查数据也显示，党的十八大之
后，私营企业主群体的主观地位认同开始上升。我们相信，目前正在推
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更加亲清的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
的种种举措必将对企业主群体主观认同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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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that have universal significance，but also a narrative of the poor captur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driven by interactions of state，market and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rocess reflects a dominant role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ritical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verty reduction． Specifically，China's 40 years poverty reduction is a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poverty，which is jointly driven b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state-dominated poverty reduction effor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special “family-state” world view and rural social relations．
Modernity，small-holder farming and rural social network have intertwined effects on this
process． The authors thus argue the small-holder production，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China-specific political culture together form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basis for China's
success in its 40 － year poverty reduction． In conclusion，this 40 － year process is a
development story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as well as a typic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wisdom and plans with China-specific 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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